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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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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

贫困指数,运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

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

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

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

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

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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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作为２０２０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随着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脱贫攻坚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２％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１％① .但同时我们

也意识到农村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是一个较低的生存贫困标准,这种基

于较低收入贫困标准的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提升收入和消费来提高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政策设计侧

重于保护作用而非主体性培育[１].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普遍贫困问题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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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解决,但如何确保脱贫家庭自我生存与发展,以及防范脱贫人口的再次返贫,赋予贫困人口长期

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事实上,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前提下,收入扶贫政策在贫困人口抵御疾

病、抗击外部风险、弥补子女教育支出、缓解家庭困难等方面的作用有限,这意味着以收入为标准判定

的脱贫家庭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和返贫率.现有研究表明,反贫困工作中现金转移支付的减贫绩

效很弱,尤其对暂时性或短期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２].相比之下,资产扶贫具有

帮助人们抵御风险和冲击的功能,有利于培育脱贫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未来福利水

平[３][４][５].基于此,国际学术界从家庭资产积累角度来测量和分析贫困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而国内

学者关于资产贫困(assetpoverty)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资产贫困的概念最早由 Oliver和Shapiro(１９９０)提出,他们将“一个家庭缺乏充足资产以满足未

来三个月基本需求时的状况”界定为资产贫困[６].无独有偶,Haveman和 Wolff(２００４)将资产贫困定

义为“一个家庭或个体可获得的财富资源在一个确定时间内不足以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情况”[７].按

照上述界定,国内学者王春萍(２００８)、毕红静(２０１１)、刘振杰(２０１４)、邹薇和屈广玉(２０１７)等结合中国

农村减贫现状,提出了从维持贫困家庭消费水平到促进其发展转变的扶贫思想,进而研究了“收入为

主”向“资产为主”转变的扶贫救助机制[８][９][１０][１１].但是,以上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导致农村家庭资产

缺乏的原因,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资产贫困测度方法.游士兵和张颖莉(２０１７)的研究部分弥补了该领

域研究的不足,他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并归纳了资产贫困的概念及其测量问题[１２],但并未涉及

资产贫困识别标准与临界值选取.
以上研究偏重于对资产贫困概念及其扶贫政策的解读,在资产贫困测度领域,国内近年来出现了

一些实证分析成果.李佳路(２０１１)对２００９年３０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家庭的资产展开分析,发现贫

困家庭缺乏耕地和固定资产的现象较为严重[１３].汪三贵和殷浩栋(２０１３)通过对内蒙古和甘肃两省

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通过资产反映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更稳定,且能准确反映出家庭的整体福利水

平,能够精准识别贫困的长期状态[１４].周力和孙杰(２０１６)分析了农村固定观察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

家庭的资产长期变动[１５].邓锁(２０１６)分析了中国城镇贫困家庭的资产状况,发现２０１３年城镇困难

家庭因缺乏资产而极易陷入贫困[１６].以上对家庭资产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虽然

将家庭资产与贫困相联系,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导致家庭资产贫困的原因,且对资产的多维属性及其贫

困识别标准较少涉及.应该说,资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具体包括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

资产和自然资产等形态,这些资产不但可以产生收入和消费,还可以创造其他资产,并与家庭可持续发

展能力紧密相连.因此,资产对农村家庭而言,不仅具有抵御或抗击风险的能力,而且具有重要的主体

培育和增能作用,能够赋予农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外,精准扶贫战略中农村资产积累与贫困减缓问题面临着诸多瓶颈与约束,其中,信贷约束问

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农村

金融市场长期受制于金融缺位,而农户具有的信贷资产相对缺乏,造成正规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

长期处于信贷供需的“低收入均衡”陷阱中[１７][１８],从而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步发展成为农户生产、
生活融资的主要渠道[１９].可见,如何强化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服务,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解

决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培育问题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资产与贫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从影响

“能力贫困”的多维视角探析农村家庭资产剥夺的现状,并且在识别与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

其变动趋势基础上,实证考察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积累的影响.与国内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

能的贡献是:第一,基于国际上通用的多维贫困理论与“双界限”测度方法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
识别并测量了农村家庭多维资产剥夺程度及其动态变动趋势;第二,克服了既有研究忽视脱贫家庭收

入异质性的问题,比较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遭受多维资产剥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第三,实证研

究方面,集中探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减缓的作用,进而剖析了非正规金融对

家庭收入不平等与资产贫困的异质性作用机理,以期为精准扶贫中农村金融发展和资产扶贫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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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贫困维度选取与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三

部分识别并测度了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其动态变动趋势;第四部分在识别与测度资产贫困的基础上,
重点探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其不平等的影响,且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
后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贫困维度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方法与识别思路

按照 Alkire和Foster(２０１１)的多维贫困理论和方法[２０],首先,假设xij表示个体i在j(j＝１,２,􀆺

d,d为指标个数)项指标上的取值,zj表示在指标j上的被剥夺临界值标准.为确保不同时期贫困指

标的可比性,我们假定在每个时点上相应指标zj是相同的.此外,假设Iij(z)表示单项资产贫困指标的

识别函数,当xij＜zj时,有Iij(z)＝１,表示个体i在j项指标上属于资产贫困;反之,当xij≥zj时,Iij(z)＝０,
表示个体i在j项指标上不属于资产贫困.

其次,引入多维贫困指标临界值k(０≤k≤１００％),且加总(加权后)的指标剥夺维度值用ci(k)表
示,有ci(k)＝∑d

j＝１ωjIij(xij＜zj).其中,ωj(０＜ωj≤１)为指标j的权重,且有∑d
i＝１ωj＝１.假定qi(k)为

多维资产贫困的识别函数,如果ci(k)≥k,则判定为多维资产贫困,此时qi(k)＝１;否则,qi(k)＝０.
其中,多维资产贫困识别方法是按照两个临界值进行分步判定,通过计算各指标的加权剥夺得分来识

别多维资产贫困.因此,我们基于以上 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的分析思路,构建了加总的多维资

产贫困指数 A_P(k):

A_P(xij,zj,k,ωj)＝
１
n∑n

i＝１ci(k)＝
１
n∑n

i＝１∑d
j＝１qi(∑d

j＝１ωjIij(xij＜zj)≥k)􀅰ωjIij(xij＜zj) (１)

按照传统多维贫困指数分解原理,我们进一步将多维资产贫困综合指数分解为:

A_P(xij,zj,k,ωj)＝
∑n

i＝１qi(∑d
j＝１ωjIij(xij＜zj)≥k)

n ×

∑n
i＝１∑d

j＝１qi(∑d
j＝１ωjIij(xij＜zj)≥k)􀅰ωjIij(xij＜zj)

∑n
i＝１qi(∑d

j＝１ωjIij(xij＜zj)≥k) (２)

式(２)中,∑n
i＝１qi(∑d

j＝１ωjIij(xij＜zj)≥k)/n表示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指数,用 A_H(k)表示;而

∑n
i＝１∑d

j＝１qi(∑d
j＝１ωjIij(xij＜zj)≥k)􀅰ωjIij(xij＜zj)/∑n

i＝１qi(∑d
j＝１ωjIij(xij＜zj)≥k)部分则表示多维资

产平均被剥夺深度指数,用 A_A(k)表示,同时,该指数也体现了家庭资产的被剥夺状况,是家庭资产

贫困不平等的反映.可见,综合的多维资产贫困指数 A_P(k)由给定临界值下的 A_H(k)指数和 A_

A(k)指数决定.这表明,多维资产贫困程度下降,源于资产贫困发生率下降,或资产贫困的被剥夺程

度降低,抑或二者共同减小.因此,资产贫困发生率下降并不表示家庭资产贫困的不平等程度改善,
我们在关注家庭资产贫困程度下降的同时,不能忽视资产维度被剥夺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程度问题.

(二)维度、指标与权重说明

目前,在多维资产贫困研究中,还没有统一可参考的维度和指标贫困标准② .那么,在具体维度

与指标选取时,我们主要关注资产具有的两项重要属性:维持和发展.一方面,“维持”属性主要体现

在资产变现能力上,确保家庭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２１](P４２),帮助家庭在面临外部风险冲击时降低贫困

脆弱性.所以,我们设定了可变现资产维度,但限于农村家庭在资产收益方面数据不可得,所以采用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一定性指标替代.同时,选取衡量维持家庭生产生活能力的住房和耐用品等

保障性指标.另一方面,“发展”属性体现福利改善和可行能力发展,是家庭在抵御外部冲击的基础

上,确保家庭自身可持续生计与发展的能力,尤其关注对家庭未来持续、稳定发展能力的衡量[２２].因

此,我们借鉴Caroline(１９９８)、Haveman和 Wolff(２００４)、李佳路(２０１１)、汪三贵和殷浩栋(２０１３)等国

内外研究中有关家庭资产与贫困的理论解读[３][７][１３][１４],同时,考虑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现实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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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促进家庭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耕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指标,以分析家庭抵御风

险和提升福利水平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土地资产方面的耕地指标以人均耕地面积衡量最佳,人均

耕地面积小于２亩,视为耕地贫困.但是,限于CFPS调查中该项指标数据无法获得,本文将“农村家

庭任一成员长期缺乏耕地”识别为家庭在该项指标上遭受了剥夺(排除了农村经营大户家庭成员土地

缺乏的情况),并作为人均耕地的替代指标,用于识别家庭在土地自然资源方面的贫困状况.
综上,将资产在“维持”与“发展”双重属性下的特征,归纳为物质资产(住房、耐用品和生产性固定

资产)、土地资产和可变现资产３个维度５项指标(见表１).需要说明的是,Carter和Zimmerman
(２０００)、Filmer和Scott(２０１２)等研究者使用金融资产来定义家庭中的可变现资产,他们更加强调股

票、基金、债券等金融资产对家庭的影响[２３][２４],然而本文的分析对象为农村家庭,由于中国农村金融

市场发展还极不完善,且农村家庭缺少投资金融资产的需求和动机,所以本文没有考虑家庭的股票、
基金、国债和外汇等可变现资产的拥有情况,而是采用农村家庭过去一年中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作为

替代指标.关于权重,我们采用当前国内外普遍认可的维度与指标等权重法,即在维度等权重的条件

下,再在各维度下给予每个指标相同的权重.这种等权重方法权衡了各指标对家庭资产贫困贡献度

的大小,且确保不同年度数据测度结果的可比性.
　表１ 家庭资产的维度、指标及被剥夺临界值

维度 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类型 指标权重

物质资产(１/３)

住房 住房材质,房屋结构为土坯、土窑洞等视为贫困 离散型,贫困＝１ １/９

耐用品
家中彩色电视机、冰箱、电话和摩托车等耐用品一
项也没有的视为贫困

离散型,贫困＝１ １/９

生产性固定资产
家中生产性汽车、大中小型拖拉机、胶轮大车、三
轮车等一项也没有的视为贫困

离散型,贫困＝１ １/９

土地资产(１/３) 农用耕地 家庭任一成员长期缺乏耕地视为贫困③ 离散型,贫困＝１ １/３
可变现资产(１/３) 财产性收入 家中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视为贫困 离散型,贫困＝１ １/３

　　注:括号内数字为维度权重,最后一列的指标权重是在维度等权重的基础上再等权重获得的.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该数据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长期跟踪收集了中国２５个省(市/
自治区)中１０５个县(区、县级市)的１４６个行政村的个体和家庭样本,每年可用样本大约为１􀆰６万个.
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资产、人口、住房、交通、健康和认知能力等主题,克服了大部分微观调

查数据存在调查对象层次单一化和调查内容局限性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本文对家庭资产数据的基

本要求,对分析家庭资产动态变动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该调查从２０１０年至今总共开展了四轮全国调

查,分别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其中,对家庭资产方面的调查,主要涵盖了家庭现有

住房和房产、土地、耐用品与农业机械、金融资产和债权债务等方面的信息.２０１０年为首次调查,相
关变量缺失较为严重,而２０１６年的调查结果到目前仅公布了部分指标数据,因此我们选择较为稳定

的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作为分析样本.本文研究对象为家庭,在对原始数据的预处理中,直接删除了异

常值和缺失值数据.

三、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动态变动分析

(一)各资产指标贫困发生率及原因分析

表２为农村不同收入组家庭各维度下资产贫困发生率的变动情况.不难发现,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间

各项指标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除了耐用品指标外,其他指标的贫困程度仍然很高.其中,农村

家庭在可变现资产维度上处于普遍贫困状态,９０％以上的家庭处于无任何可变现资产的困难处境,同
时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高,尤其是家庭抗外部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存在普遍性.同

时,农村家庭借助可变现资产实现增收的作用不明显,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间,通过可变现资产获得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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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降低的贫困发生率不到１个百分点,表明家庭在资产收益方面的减贫成效甚微,家庭未来通过自

我发展脱贫的难度较大,同样也说明脱贫家庭的未来发展能力欠缺,脱贫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家庭物质资产维度来看,生产性固定资产贫困较为严重,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

为６０􀆰７６％和５３􀆰３５％.生产性固定资产贫困反映的是农村家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现代机械化设

备使用情况,是对当前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务农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间接反映.但是,统计发

现仍然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不能使用现代农用机械设备,说明过半的农村家庭在农业生产上长期处于

低生产效率困境.这一方面与当前农村土地分散化经营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家庭缺乏对生产

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的观念.此外,家庭耐用品和住房两项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尤其是耐用品

资产方面,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了家用电器的全覆盖.总体而言,农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产

性固定资产和可变现资产积累相对缺乏,从而导致这部分家庭长期处于资产贫困或资产匮乏状态,这
正是当前农村地区脱贫家庭存在高脆弱性和高返贫率的原因所在.

　表２ 农村不同收入组家庭各资产指标的贫困发生率(％)

指标
２０１２年

全样本 最低２５％ 中下２５％ 中上２５％ 最高２５％

２０１４年

全样本 最低２５％ 中下２５％ 中上２５％ 最高２５％
农用耕地 １１．８８ ８．１１ ８．６２ ９．３９ １６．４６ ９．４７ ５．６２ ３．８９ ８．１８ １６．５４
住房 １７．１４ １７．７４ １５．３２ １３．１１ ９．４１ １４．６４ ２０．５６ １８．３４ １２．８７ ８．６４
耐用品 １．８６ ３．５８ ０．５６ ０．９０ ０．２３ １．０９ ２．３２ ０．６９ ０．２７ ０．１４
生产性固定资产 ６０．７６ ６３．５６ ５５．０４ ５５．４９ ６０．０９ ５３．３５ ５５．０４ ５０．４７ ５０．５ ５５．７４
财产性收入 ９１．２０ ９３．８１ ９２．２０ ９０．３１ ８６．０４ ９０．３２ ９２．２７ ８９．９１ ８９．７９ ８２．３１

　　注:不含家庭土地流转后没有耕地的情况;分样本中按照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进行四分位数划分,依次选取了最低收入２５％分位

数、中下收入２５％分位数、中上收入２５％分位数和最高收入２５％分位数.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组下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变动发现,不同收入分位数上均存在多维资

产贫困家庭,但致贫原因存在明显差异.统计发现,农村最低２５％收入组家庭主要靠务农或就近打

零工谋生,而选择外出务工的比例相对较低.中低收入农村家庭将土地资产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之一,购置了基本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相比而言,农村最高２５％收入组家庭中有接近１０％~１５％比

例的家庭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实现非农化转移,且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或个体经营,这部分家庭的收

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或利润,其收入是最低２５％收入组的１１倍左右.他们将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农

村住房投资④ ,缺乏对基本土地或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积累.然而,从农村现实与本文数据分析可知

(图１),中国农村房产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增值的资产,且不具有任何的保值增值功能.相反,农村

住房建造成本较高,而建成后呈现出迅速贬值趋势,建成后的住房市值缩水十分严重.例如,不同收

入组下的农村家庭住房建造成本是建成后住房市值的２~２􀆰５倍,农村地区中高收入组家庭所积累的

住房财产收入效应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这是因为中国农村住房市场不完善,导致农村住房不具

有长期投资价值,进而造成农村家庭将积累的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较为严重的“隐性剥夺”.
当然,这种“隐性剥夺”是农村家庭消费习惯与文化习俗所致,是追求住房需求带来的“社会地位”“面
子意识”基础上的消费能力损失,同时也是农村资产市场不完善所致.

可见,农村住房与土地资产表现出的特殊性,加上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收入显著高于在家务农,综
合导致农村中高收入家庭重短期财富积累而忽视长期有发展特征的财产积累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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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收入组下农村家庭住房建造成本与建成后市值差异(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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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收入分位数水平上的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是在各收入分位数组内测算的.可见,不同收入阶层内

部的资产贫困存在着多维不平等现象,这意味着相同收入组内家庭的资产积累差异很大,而高收入组

家庭的多维资产被剥夺程度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农用耕地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方面.当然,以上分析结

果并非意味着中高收入组家庭一定就比中低收入组家庭落入多维资产贫困的可能性更大,而是反映了

不同收入组中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内部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并且这种不平等在高收入家庭内部更明显.
(二)多维资产贫困与被剥夺深度测度

　表３　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程度及其贫困发生率变动(％)

临界值 指数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k＝２０％
M ４１．９０ ４０．０２ －１．８８
A ４５．５５ ４３．７３ －１．８２
H ９１．９９ ９１．５３ －０．４６

k＝４０％
M ３１．５５ ２７．６１ －３．９４
A ５２．００ ５１．１４ －０．８６
H ６０．６７ ５３．９９ －６．６８

k＝６０％
M ８．６９ ６．７６ －１．９４
A ７８．４４ ７６．１６ －２．２８
H １１．０８ ８．８７ －２．２１

k＝８０％
M １．５５ ０．８５ －０．７０
A ８９．１５ ８９．０４ －０．１１
H １．７４ ０．９６ －０．７８

　　注:M 表示加总的多维资产贫困指数,即 A_P(k);A 表示多维

资产贫困被剥夺深度指数,即 A_A(k);H 表示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

指数,即 A_H(k).

表３揭示了农村家庭在资产贫困方面的被

剥夺广度与深度,也反映了农村家庭落入多维

资产贫困所遭受的“剥夺痛苦”.结果显示,有

９０％以上家庭的资产遭受了１项及以上指标贫

困剥夺(k＝２０％),有近一半以上农村家庭资

产遭受了２项及以上指标剥夺(k＝４０％),而４
项及以上同时处于资产贫困的家庭比例较小,
低于２％的水平(k＝８０％).这表明农村家庭

存在着普遍的资产贫困现象,但具有相对性.
其中,４项及以上同时处于资产贫困的家庭基

本属于那些收入处在深度贫困的群体,这部分

人群主要是那些因残、因病、缺乏劳动力等赤贫

人口.目前,高维资产贫困家庭基本能够达到

当前精准扶贫“两不愁”的目标,但要实现未来

发展中的“三保障”相对较难,所以政府长期的

“输血式”政策兜底保障是这部分家庭得以脱贫

的关键.进一步,我们分析了考察期间农户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按照国家收入贫困线(人均２３００元/
年,２０１０年不变价格)测算,２０１２年家庭收入贫困发生率为２０􀆰４１％,２０１４年为１９􀆰５６％,都要高于官

方公布的统计结果,但仍然远低于临界值为２０％和４０％时的资产贫困发生率.可见,从资产方面反

映的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及其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且绝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很难积累足够的资产,从而

导致这部分家庭在面临外部风险时更容易成为长期贫困人口.

四、实证分析: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

在识别并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后发现,不同收入组家庭资产贫困与维度剥夺存在较大

差异.鉴于此,本文进一步从收入异质性视角探析家庭资产贫困及其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应该

说,影响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因素众多,且在精准扶贫时期解决农村资产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实践

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而信贷约束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尤为突出.可见,资产积累除了与收入紧密

相关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环境的影响.由于我国农村家庭在面临经济困难时的信贷选

择,主要以亲戚朋友间的信用借贷为主,所以我们着重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资产贫困和资

产不平等的影响.
(一)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本文将家庭面临经济困难、个体经营周转或住房改善等经济困难时,主要从亲属、朋友、民间借贷

或个人以及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等获得借款视为非正规金融借贷.应该说,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优势

在于其建立在农户社会关系和家庭资产积累的基础上,这种关系一方面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另一方

面是农户间长期博弈和彼此信任的过程.在分析非正规金融对资产贫困不平等的影响时,本文选取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多维资产被剥夺程度,反映了家庭在资产不平等问题上的差

异.具体的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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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xij,β)＝a＋Xijβ＋contrijσ＋εij (３)
式(３)中,Xij(i＝１,２,􀆺,n;j＝１,２,􀆺,d)为主要解释变量,contrij为来自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β

和σ为待估计系数,εij为误差项.此外,在分析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时,被解释变

量为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状况(或资产各指标贫困状况).此时,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则引入 Λ(a＋
Xijβ＋contrijσ)逻辑累积分布函数,选取Logit回归模型.该模型除被解释变量不同以外,核心解释变

量和控制变量与模型(３)基本保持一致.
为了获得较为稳健与一致的估计结果,我们尽可能地控制了来自地区层面、村级层面和家庭层面

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例如,家庭所在地的地区变量,如地形地貌特征(高山、平原、丘陵等);村级层

面的信息,如村庄(社区)整体经济水平、村道路状况等;家庭层面的信息,如家庭支出负担(用每天同

灶吃饭人口数与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户主性别和户主户口等.
具体的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４.

　表４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非正规金融 经济困难时主要以民间借贷为主,赋值１ １２６１８ ０．４５９ ０．４９８ ０ １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分类,以文盲(包括小学未毕业)为对照组 １１７５５ ２．２１２ １．０６４ １ ６
户主性别 户主的性别,男性＝１ １２２０３ ０．５４３ ０．４９８ ０ １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１２２０３ ４８．５４０ １５．４９５ １６ ９９
户主户口 户主的户籍类型,农业户籍＝１ １２０１４ ０．９３３ ０．２５０ ０ １
日常支出负担 每天同灶吃饭人口数/家庭总人口数 １２６４４ ０．８６５ ０．３６５ ０．１１１ ６
村经济状况 所在村集体收入的对数 １１７９４ ４．０９７ ５．３４１ ０．１ １５．６０７
居住地偏远程度 到本村(社区)最近商业中心(或集镇)的时间(分钟),取对数 １２１０６ ２．８０４ １．０７３ ０ ７．２７２
村道路整洁度 村级道路整洁程度,取值１~７分别表示很差到很好 １２３０８ ４．１３１ １．４１５ １ ７
村地形地貌 所在村的地貌特征(分类),对照组为丘陵地貌 １２３０９ ２．７８７ １．５７５ １ ６

　　注:非正规金融变量中的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不含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户主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含小学未毕业)、小学毕

业、初中毕业、高中或职高毕业、大专毕业、大学及以上毕业等六类;村集体经济状况变量中,按照农村CPI指数将２０１４年村集体收入

数据剔除价格因素平减到２０１２年可比价格;部分家庭样本中存在支出负担系数大于１的情况,原因可能是被调查家庭子女(已出嫁

或成家)长期和父母同住,或外出务工后由分居老人照顾子女的情况,这部分样本占总样本的５􀆰２９％,在稳健性检验时剔除了这部分

样本;村地形地貌变量中,按照家庭所在村的地形地貌分为丘陵、高山、高原、平原、渔村和其他等六类.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非正规金融的多维资产减贫效应分析.接下来,我们实证考察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多维资产贫

困及其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同时分析家庭所在地区与村庄(社区)情况、家庭层面因素的减贫作用(见
表５).分析结果表明:(１)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显著资产减贫效应,且相比低维临界值,在高维临界

值下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大.(２)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越低,且
随着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对资产贫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递增效应,尤其是高中及以上受教育

水平的户主,能大大降低家庭陷入多维资产贫困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是家庭人力资本水平高低的

有效衡量指标,反映了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这体现了教育带来的潜在收入效应.同样,受教育程度

也是对家庭综合能力的间接反映,高学历家庭获得身边亲友支持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３)家庭日常

支出负担对较严重资产贫困家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日常生活消费支出越大的家庭,遭受多维资产

贫困剥夺的程度越深,且随着家庭维度剥夺份额的增加,遭受的贫困“痛苦”程度也上升了.
其实,从多维资产贫困的致贫因素中,很难剖析出不同收入组家庭资产积累的获益性差异,尤其

是忽略了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对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异质性影响.那么,农村不同收入组家庭资产积

累分布差异较大,民间非正规金融是否有利于穷人的资产积累呢? 这是本文进一步关注的核心问题.
表６显示,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不同收入组家庭产生了差异化效应,提高了中下２５％收入组家庭

陷入多维资产贫困的可能性,而降低了中上２５％收入组和最高２５％收入组家庭的多维资产贫困可能

性.多维资产不平等程度方面,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中低收入组家庭多维资产不平等影响不显著,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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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缩小了中高收入组家庭的资产不平等,即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多维资产不平等程度.可见,农村地区

的非正规金融虽建立在亲缘关系和长期信任基础之上,但非正规金融同样具有类似正规金融对借贷

对象的正向选择机制,呈现出明显的“亲富人”特征,只是二者的作用机理不同而已.综上,我们发现,
非正规金融对中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家庭产生了明显的异质性资产减负效应,主要是改善了中高收入

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资产贫困及其不平等,而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资产减贫没有促进效应.这样一来,
农村非正规金融显著扩大了家庭间资产积累及其不平等差距,并且表现出低收入家庭资产“补贴”高
收入家庭资产的逆向分配现象,从而形成了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与资产积累间的“马太效应”.
　表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非正规金融、教育等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

变量 k＝２０％ k＝４０％ k＝６０％ k＝８０％

非正规金融 －０．１５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０)
－０．３８９∗∗∗

(０．０８０)
－０．３５３∗∗∗

(０．０８７)

小学毕业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０)
－０．２８５∗∗∗

(０．０５３)
－０．３５５∗∗∗

(０．１０２)
－０．３０５∗∗∗

(０．１１１)

初中毕业 －０．３７２∗∗∗

(０．１０２)
－０．４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３７５∗∗∗

(０．１０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１６)

高中/职高毕业 －０．６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６８８∗∗∗

(０．０７８)
－０．８５８∗∗∗

(０．１６１)
－０．７０３∗∗∗

(０．１７０)

大专毕业 －１．１９５∗∗∗

(０．２７０)
－０．６２７∗∗∗

(０．１９４)
－０．４８２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５
(０．３２０)

本科及以上 －１．０８６∗∗

(０．４３２)
－１．１８２∗∗∗

(０．３０１)
－０．８７８∗∗

(０．４４５)
－０．５８０
(０．４５０)

日常支出负担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５)

０．４７５∗∗∗

(０．０８１)
０．４７９∗∗∗

(０．０８５)

村级道路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９０５∗∗∗

(０．３４８)
１．１８２∗∗∗

(０．１９３)
－０．２２４
(０．２９２)

－０．８７８∗∗∗

(０．３１６)

样本量 １１１３６ １１１３６ １１１３６ １１１３６
准 R２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１５１２ ０．１７４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层面、村级层面和家

庭层面的信息,如村庄(社区)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村庄(社区)经济状况、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户口等变量.

　表６ 不同收入组下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

变量 最低２５％ 中下２５％ 中上２５％ 最高２５％

Logit回归:

对多维资产

贫困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４∗∗

(０．０７５)
－０．２６６∗∗∗

(０．０８３)
－０．２４８∗∗

(０．１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１６９∗∗∗

(０．３９８)
１．８１８∗∗∗

(０．４１８)
１．５４９∗∗∗

(０．４１５)
１．０６５∗∗

(０．４９５)

样本量 ３５６０ ３１０５ ２６０９ １４２３
准 R２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４３９

线性回归:
对多维资产
不平等的影
响

非正规金融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４５４∗∗∗

(０．０４５)
０．６２６∗∗∗

(０．０４９)
０．５５６∗∗∗

(０．０４９)
０．４８３∗∗∗

(０．０６４)

样本量 ３５６０ ３１０５ ２６０９ １４２３
R２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７９０ ０．１１６０

　　注:该表在k＝４０％下识别并测度;∗∗∗、∗∗、∗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

地区层面、村级层面和家庭层面的信息,如村庄(社区)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村庄(社区)经济状况、村庄(社区)道路情况、户主性别、户

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户主户口和家庭支出负担等变量.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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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正规金融影响资产的收入渠道效应.由以上分析可知,非正规金融的差异化效应更多地有

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资产的积累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农村家庭寻求非正规金

融,绝大部分原因是出现了收不抵支的困难,而家庭经济状况又是家庭资产积累的前提.那么,为了

探寻非正规金融借贷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组家庭的收入状况,进而考察非正规金融影响资产的收入渠

道效应,我们对不同收入分位数家庭做了进一步分析(见图２).图２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促进了中

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改善,而对中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中,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

收入在第５３分位数之后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５３分位数(包含第５３分位数)以前的回归结

果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中高收入家庭从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中获益更多,而中低收入家庭并未从非

正规金融中获得利益.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非正规金融的逆向分配效应扩大了农村家庭间的收入不

平等,其主要是通过增收效应促进了中高收入家庭的财富积累和多维资产减贫,而对中低收入家庭并

未产生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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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不同分位数收入的影响

注:每个条形图代表一个相应分位数下非正规金融对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第i分位数家庭收

入的对数,浅色条形图表示回归结果不显著,深色条形图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０％(或５％、１％)水平上显著.值得一

提的是,上图是建立在从收入第１分位数到第９９分位数回归模型基础之上的,总计回归了１００个收入分位数模

型,但限于图形大小及篇幅,我们仅罗列了每隔５个百分位的收入分位数,即第５分位数、第１０分位􀆺􀆺第９５分

位的回归结果.其中,在第５３分位数之后的回归结果(即图中的第５５分位数之后的条形图)均在１０％(或５％、

１％)水平上显著,而在５３分位数(包含第５３分位数)以前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资产贫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效应,即非贫困家庭有更大可能获

得亲朋好友的借贷支持,并且,缺乏资产的家庭很难获得正规金融的支持,所以不得不寻求民间的非

正规金融.其次,除了本文已控制的主要变量外,家庭资产贫困还可能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

响,如社会网络关系、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等因素.逆向因果或遗漏变量都会导致模型的内

生性,进而引起估计结果不一致.基于此,我们考虑利用工具变量法(IV)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进而检验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如果能找到一个与非正规金融密切相关,但与遗漏变量不相关

的工具变量,则可以识别出非正规金融对资产贫困及其不平等影响的因果效应.鉴于此,我们考虑将

家庭居住地到本村(社区)最近商业中心(或集镇)所花费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农村家庭所

在地离本村(社区)商业中心越远,该村(社区)家庭接触正规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村(社区)内部

家庭间的“邻里”或“亲缘”关系在借贷中的作用相对而言会更强,说明家庭所在地到本村(社区)最近

商业中心所花费的时间与非正规金融密切相关,满足工具变量法的相关性条件.另外,家庭所在地村

庄(社区)是一项外生于家庭及其成员特征的村级层面变量,因而基本满足工具变量法的外生性假设.
回归检验发现,虽然Shea偏 R２统计量结果相对较低(在０􀆰１左右)⑤ ,但 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均超过了１３􀆰３２(均超过了１０),从而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IV估计结果显示

(见表７),除对最低２５％收入组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外,非正规金融提高了中下２５％收入组家庭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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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贫困的可能性,但显著降低了中上２５％收入组与最高２５％收入组家庭的多维资产贫困,并且对

收入分组越高的家庭作用效果越明显.与此同时,非正规金融降低了最高２５％收入组家庭的多维资

产不平等程度,但对其他收入组家庭影响不显著.可见,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６回归估计结果、非正

规金融作用方向等均基本一致,再次论证了本文的研究发现,即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大程度上具有收入

与资产积累的逆向分配效应,这种逆向分配效应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资产的积累而不利于中

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
　表７ 稳健性检验(IV估计)

变量 最低２５％ 中下２５％ 中上２５％ 最高２５％

对不同收入组
家庭多维资产
贫困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 －０．２４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９４２∗∗∗

(０．１０６)
１．０３０∗∗∗

(０．０３６)
１．０７６∗∗∗

(０．１００)
０．９６８∗∗∗

(０．１３０)

调整 R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６ ０．３４７
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 ９６．５０６ ６５．０３５ ３０．８４０ １３．３２０
样本量 ３４２８ ３０１７ ２５３１ １３８８

对不同收入组
家庭多维资产
不平等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４３９∗∗∗

(０．０６０)
０．５１７∗∗∗

(０．０６８)
０．４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４５０∗∗∗

(０．０６５)

调整 R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５ ０．２０１
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 ９８．９９７ ７０．６１６ ３２．１６５ １３．４７１
样本量 ３４２８ ３０１７ ２５３１ １３８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此外,我们进一步剔除了最低１０％或最高１０％收入组家庭样本,对非收入贫困但属于多维资产

贫困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获得非正规金融的家庭比没有获得非正规金融的家庭更能有效降低

多维资产贫困的发生率及其不平等程度,并且这种效应同样有利于更高收入水平的家庭.总之,无论

是采用统计检验中的分样本分析,还是采用计量方法中减缓内生性的IV估计,分析结果均支持了本

文的研究结论.可见,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确产生了显著的异质性效应,并且,基础模

型中难以规避的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非正规金融对不同收入组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发生率

的影响,但低估了非正规金融对高收入家庭多维资产不平等的减缓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两期农村样本数据,对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

其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差异化减

贫效应,并采用IV估计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１)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现象较为普遍,无
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２)农村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很大程度上导

致了高收入家庭将积累的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较为严重的“隐性剥夺”.(３)农村地区非正

规金融对家庭资产积累产生了很强的逆向分配效应,非正规金融的逆向分配效应主要是有利于中高

收入尤其是最高收入２５％组家庭的资产贫困减缓,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减贫,进而显著扩大了高

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获益不平等差距.
不难发现,以收入为标准的扶贫政策未能完全揭示家庭致贫的原因、致贫的类型与贫困脆弱性,

并且很难保证脱贫家庭的脱贫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相比而言,资产具有维持与发展的功能,在抵御

外部风险冲击、培育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消费平滑、赋予低收入家庭可行能力和社会地位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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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进时期,理应着手构建以多维资产积累为目标的扶贫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多维资产指标体系及

“资产—收入”双贫困线标准.这是因为,收入贫困指标只反映了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而那些处在非

收入贫困但绝大部分资产指标遭受剥夺的家庭并没有在收入贫困指标中体现出来.这意味着,收入

因素很难解释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当前收入贫困在识别和测度家庭贫困时的

主要缺陷,忽视了脱贫家庭未来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建立微观资产调查数据库,尝试设立“个人发

展账户”并将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补贴部分地注入该账户,促进贫困补贴向低收入家庭资产积累转型,
实现精准脱贫家庭的持续与稳定发展.第三,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小额信贷的发展,放宽农村地区低收

入家庭小额信贷门槛,以弥补农村非正规金融对资产贫困和多维不平等的逆向分配效应.其中,以
“资产”为目标的反贫困发展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这要求家庭、政府和社会三者协调配合和共同

努力,相关政策也理应更多地倾向于资产缺乏的困难家庭户,有效地帮助这部分人口脱离贫困的同时

赋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有效地培育出脱贫家庭长期稳定的发展能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premier/２０１８Ｇ０３/２２/content_５２７６６０８．htm).
②由于国内外还没有多维资产贫困维度和指标选取(含临界值)的统一标准,且有关资产贫困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在衡量资产

贫困的维度和指标及其临界值的确定方面可能存在争议,这是本领域研究需继续深入的地方.
③该指标临界值中的“长期缺乏”主要根据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中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长期稳定政策判定,具体指标识别

时,将“长期租用他人土地且不用支付任何租金”的情况初步识别为“家庭存在耕地缺乏的可能”,最终确定是否存在“耕地缺乏问题”,
还要结合CFPS调查中“任一家庭成员是否分配到农用耕地”等其他几项指标综合判定.其中,排除性指标选取了 CFPS家庭面访问
卷中的“FS２和FS３”两项指标,用于排除家庭可能因为出租土地或经历土地征用而缺乏耕地的情况.识别指标选取了“FS１、FS４和

FS４０１”三项指标,用于识别家庭任一成员没有分配到土地或缺乏土地而租用他人耕地,且用“租用土地不支付任何租金”指标排除农
村经营大户可能的租地行为.

④本文的研究并未考虑户口为农业户籍而在城里进行住房投资的这部分家庭.
⑤目前,Shea偏 R２统计量值多低才构成弱工具变量,尚无统一共识.

参考文献:

[１]边恕,冯梦龙,孙雅娜．中国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测量与致因[J]．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８,(４):５４—６７．
[２]樊丽明,解垩．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J]．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８):６７—７８．
[３]Caroline,M．TheAssetVulnerabilityFramework:Reassessing UrbanPovertyReductionStrategies[J]．

WorldDevelopment,１９９８,２６(１):１—１９．
[４]Gittleman,M．,Wolff,E．N．RacialDifferenceinPatternsofWealthAccumulation[J]．JournalofHumanReＧ

source,２００４,３９(１):１９３—２２７．
[５]Brandolini,A．,Magri,S．,Smeeding,T．AssetＧBased MeasurementofPoverty[J]．JournalofPolicy

AnalysisandManagement,２０１０,２９(２):２６７—２８４．
[６]Oliver,M．L．,Shapiro,T．M．WealthofaNation:AtLeastOneThirdofHouseholdsAreAssetＧPoor[J]．

The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１９９０,４９(２):１２９—１５０．
[７]Haveman,R．,Wolff,E．N．TheConceptandMeasurementofAssetPoverty:Levels,TrendsandComposiＧ

tionfortheU．S．,１９８３—２００１[J]．JournalofEconomicInequality,２００４,２(２):１４５—１６９．
[８]王春萍．可行能力视角下资产积累的社会救助政策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８,(６):４９—５２．
[９]毕红静．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创新研究[J]．前沿,２０１１,(１９):１４０—１４３．
[１０]刘振杰．以发展的新思维促进农村贫困治理[J]．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４,(２):７６—８６．
[１１]邹薇,屈广玉．“资产贫困”与“资产扶贫”———基于精准扶贫的新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６９—７３．
[１２]游士兵,张颖莉．资产贫困测量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７,(１０):１４５—１５８．
[１３]李佳路．农户资产贫困分析———以S省３０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４):１３—１８．
[１４]汪三贵,殷浩栋．资产与长期贫困———基于面板数据的２SLS估计[J]．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９):５０—５７．
[１５]周力,孙杰．气候变化与中国连片特困地区资产贫困陷阱[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９):

５５—６４．
[１６]邓锁．城镇困难家庭的资产贫困与政策支持探析———基于２０１３年全国城镇困难家庭调查数据[J]．社会科

学,２０１６,(７):７５—８６．
[１７]徐秋艳,西力艾里􀅰要勒巴司,谭斌．边疆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及空间分异———以新疆和田

地区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９１—９７．

６５



[１８]许月丽,翟文杰．农村金融补贴政策功能界定:市场失灵的弥补意味着什么? [J]．金融研究,２０１５,(２):

１３１—１４７．
[１９]张兵,张宁．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得性? ———基于江苏１２０２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

农村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５８—６８．
[２０]Alkire,S．,Foster,J．E．CountingandMultidimensionalPovertyMeasurement[J]．JournalofPublicEcoＧ

nomics,２０１１,９５(７):４７６—４８７．
[２１]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２２]Sen,A．K．Poverty:AnOrdinalApproachtoMeasurement[J]．Econometrica,１９７６,４４(２):２１９—２３１．
[２３]Carter,M．R．,Zimmerman,F．J．TheDynamincCostandPersistenceofAssetInequalityinanAgrarianEＧ

conomy[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２０００,６３(２):２６５—３０２．
[２４]Filmer,D．,Scott,K．AssessingAssetIndices[J]．Demography,２０１２,４９(１):３５９—３９２．

(责任编辑:易会文)

(上接第３５页)
[２３]Ting,H．I．,Huang,P．K．CEOs＇PowerandPerks:EvidencefromChineseBanks[J]．JournalofEconomicsand

Business,２０１８,９７(３):１９—２７．
[２４]Mullen,E．,Monin,B．ConsistencyversusLicensingEffectsofPastMoralBehavior[J]．AnnualReviewofPsyＧ

chology,２０１６,６７(１):３６３—３８５．
[２５]Iwasaki,T．,Otomasa,S．,Shiiba,A．,etal．TheRoleofAccountingConservatisminExecutiveCompensation

Contracts[J]．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ndAccounting,２０１８,４５(９):１１３９—１１６３．
[２６]蔡贵龙,柳建华,马新啸．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J]．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５):１３７—１４９．
[２７]郑志刚,孙娟娟,RuiOliver．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和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J]．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１２):

１１１—１２４．
[２８]LaPorta,R．,LopezＧdeＧSilanes,F．,Shleifer,A．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LegalOrigins[J]．JournalofEＧ

conomicLiterature,２００８,４６(２):２８５—３３２．
[２９]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０]Doidge,C．,Karolyi,G．A．,Stulz,R．M．WhydoCountriesMatterSo MuchforCorporateGovernance? [J]．

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２００７,８６(１):１—３９．
[３１]Meng,X．H．,Zeng,S．X．,Xie,X．M．,Qi,G．Y．TheImpactofProductMarketCompetitiononCorporateEnviＧ

ronmentalResponsibility[J]．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２０１６,３３(１):２６７—２９１．
[３２]张传财,陈汉文．产品市场竞争、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质量[J]．会计研究,２０１７,(５):７５—８２．
[３３]焦健,刘银国,刘想．股权制衡、董事会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J]．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７,(８):６４—７５．
[３４]沈艺峰,李培功．政府限薪令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和运气关系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１１):

１３０—１３９．
[３５]潘敏,刘希曦．“限薪令”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３):６５—７２．
[３６]翟胜宝,徐亚琴,杨德明．媒体能监督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么? [J]．会计研究,２０１５,(５):５７—６３．

(责任编辑:胡浩志)

７５




